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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未遂

《新闻联播》播寻人启事的
人本价值

就节目本身而言，这不是一个独立的寻人启
事，是央视新闻节目在近期“我的父亲母亲”系列
报道中的一个侧影，是对失忆老人关怀节目的一
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新闻联播的平台上播出一个
普通家庭的寻人故事，的确更有助于贴近民心，也
贴近社会发展的脉搏。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闻联播》往往是中规中
矩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新闻联播中曾看到最
美乡村女教师、爱心小院、讨薪日记等基层报道，
让不少人对新闻联播的固有看法在发生变化。当
然，即便是这次的“寻找母亲”节目，也有一些观众
将信将疑，或者对播出的方式有所讨论。从态度
上讲这都十分正常，但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主
流媒体新闻节目，的确更需要把握社会发展的直
接脉动，展现人性故事，呼应观众诉求，讲述更多

“草根故事”。
新闻联播是中国收视份额最大的新闻节目。

公众希望它能改变一下刻板印象，既能看到全国
最重要的新闻，也期待能看到这些新闻和自己的
直接关系。其实对于媒体人来说，每一条新闻都
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新闻的价值彰显人的价值，
新闻的重量彰显公民的重量。无论新闻的主角职
位大小高低、故事悲喜忧欢，越是真实、越从生活
中来，越能找到人性的共鸣，新闻就越有生命力。

新闻节目贴近民意、展现人性，其实并不是一
味地追求宏大叙事。就新闻联播本身，这些年我
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比如不少普通人开始登
录央视新闻联播，甚至还有农民工兄弟连着四天
在新闻中“讨薪”的报道。这是一种进步，它一方
面意味着新闻人主动求变，求观众认同，求社会关
注；另一方面公众更多能从新闻中，找到他们关注
的问题，获得非常真实的帮助。

当然，新闻不是社会发展的答案，而是社会发
展的提问。新闻人提的问题越多，社会的思考就
会越深入；新闻人提问的方式越直接，回答的公众
也就越多。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中，新闻人提问
题的意识不应发生变化，提问题的方式却需要常
变常新。因为中国人的故事在变化，观众的寻求
也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联播的寻人启
事，也在寻找新闻联播自己的改革路径。 周庆安

日前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在桂林工作的
文氏四兄弟寻找走失母亲的故事，在新闻之后
还刊登了四兄弟寻人的联系方式。节目一播
出，除了文妈妈的下落惹人担心之外，新闻本身
也得到了不少观众的正面响应，在网上被称为

“彰显人性的光辉”，还有不少人真的伸出手，帮
忙四兄弟寻找母亲。

“干部辛苦”
如何化为“人民幸福”

据报道，2011年以来，贵州省贵阳
市结合县乡换届考察，探索实施干部

“辛苦指数”测评，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在重点工程、重大任务、
重要工作中苦干实干，以干部“辛苦指
数”提升人民“幸福指数”。

测评干部“辛苦指数”，并与人民
“幸福指数”捆绑，回归“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官念，其心可
嘉。为官之道，在于为民，以干部之辛
苦，增人民之福祉，其诚堪赞。至于干
部“辛苦指数”与人民“幸福指数”之间
的逻辑关系，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若说，古代的“民本思想”、“水舟
理论”，官员为民众谋福利是一种道
义，那么，现代行政学的“委托—代理”
关系决定干部为人民是一种责任。无
论是道义，还是责任，干部“辛苦指数”与
人民“幸福指数”确实高度相关。大义
上，社会发展，官民共享，幸福你我，不
分官民；细节上，两者还是有别的，人
民话语权越大、生活越幸福，干部的自
由空间越狭窄、工作越辛苦。换言之，
人民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干部的

“辛苦”之上。
反过来，干部越辛苦，是否意味着

人民越幸福，即“吾貌虽瘦”则“天下必
肥”？倒也未必，干部辛苦并非人民幸
福的充分条件。老实说，与其他国家相
比，我们的干部辛苦程度自称“第二”，
无人谁敢称“第一”，尤其手握一定权力
的领导干部，连周末正常休息也难有保
障。那么，公众“幸福指数”有否水涨船
高？只因“干部辛苦”欲转化为“人民幸
福”，还有若干决定因素，譬如工作方
法、效率、方向等。

假如，干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
想，为人民想为，与人民同心同德，那么

“干部辛苦”就会最大程度转化为“人民
幸福”；倘若，干部的工作方法不对，效
率不高，说的是空话，耍的是花枪，如文
山会海，那么，干部再累也与人民幸福
关系不大；或者，“中午围着盘子转，下
午围着骰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干的
是私活，想的是享乐，如吃喝玩乐，那
么，干部越辛苦越没精力为人民服务；
抑或，干部干的正是人民恨的，如政绩
工程、铺张浪费、包 N 奶、贪污腐化等

等，则干部越“辛苦”百姓越不幸，社会
越不幸。腐败干部越辛苦与人民幸福
越背离，个别人台上口口声声“为人
民”，台下点点滴滴为自己，这种例子也
确实存在。

与“幸福指数”相比，干部“辛苦指
数”测评更无操作性。一旦将偏于主观
感受的项目量化，难免陷入无厘头的泥
沼。同样的工作，有人举重若轻，有人
举轻若重，辛苦不辛苦，视乎个人的年
龄、健康、经验、能力、观念等，何来统一
标准？标准难以确定，测评更加可疑。
从报道来看，贵阳干部“辛苦指数”由三
部分——“上评下”、“主官评成员”、“下
评上”构成。上、中、下三个维度进行，
似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关键的细节在
于：“下评上”的权重有多大。假如“下
评上”只是“彩排”，干部“辛苦指数”测
评最终仍是自说自话的游戏，一切将变
得毫无意义。

只有最大程度还原人民监督公权
的权利，才能确保干部在保障人民幸福
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练洪洋

接送孩子上下学
是种民生尴尬

逻辑有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
辑。正像中国逻辑的必然性一样，“中国式接孩
子”，可视为本土的一个特色。因为，每到放学时
间，在国外多数地方的小学门前，不可能见到中
国式的车水马龙般的接迎。那种家长们开着两
轮、三轮、四轮等各式交通工具，早早就在翘首以
待，人群之众、秩序之嘈杂仿如集贸市场，是只存
在于本土的场景。

“中国式接孩子”，是一种日常生活现象，但
这一生活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却是诸多社会问
题。往小处说，它是种人力资源浪费。送孩子上
学，接孩子放学，不管风吹雨打，这已成为很多中
国家长的功课。父母不接送，也会有爷爷奶奶代
劳。就是这些家长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值钱，或值
得付出，但这种时间资源的浪费，谁能说不是一
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换言之，利用这些时间资
源，人们干点啥不好？时间就是创造，时间就是
效率，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生命，此一时，变
成了时间就是损耗。

孩子都长着腿，都能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可
为什么家长都不放心孩子自己上学放学？这里
面的说道儿就更多了。于那些家里的独苗而言，
有个伤不起的问题。在多数学校门口，都会有大
量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毫无秩序地停
在学校附近，更有不少小商贩夹杂于人流、车流
之中，不仅瘫痪了交通，还给孩子们的安全埋下
隐患。家长接送孩子，不是爱好，不是中国式习
惯，是他们心理难以承受那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安
全闪失。

“中国式接孩子”，现象形成的原因复杂，无
论从孩子的个人成长而言，还是从其他方面讲，
都绝非是件好事。一个城市如有几十万乃至百
万的小学生以及幼儿园小朋友，那么，每天要往
返学校两次人流将是数百万计，仅此一个单项纪
录，对城市的交通压力就相当得大。由此构成的
内在混乱，又对学生的安全造成了新的威胁。这
真是一个老乱子未解又添一个新乱子。

“中国式接孩子”是种民生无奈、民生尴尬，
也表明国人缺乏安全感已深入骨子。断掉这个
本土特色，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孩子的安全大于
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创出办法，让孩子安
全，家长放心。谁家孩子谁心疼，除了交通安全
问题，拐卖儿童的黑手无处不在，学校附近的小
店里，多是垃圾食品和有毒玩具，一系列问题的
存在，怎会不生出“中国式接孩子”的窘境？说到
底，这些现象所折射的还是人们的生存压力，“亚
力山大”，解决起来，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智慧。

今 语

教育基金遭遇“零捐助”
让谁尴尬

该教育发展基金会可谓“生不逢时”，去年6
月20日，正是“郭美美”把慈善“拉下水”的日子。
在官办慈善机构被公众骂得灰头土脸之际，这个
教育基金会10天之后逆势而生。

这边厢，官办慈善机构遭遇“零信任”，千余
封邀请函无一回应，一分钱也没人捐款；那边厢，
由媒体人发起的民间慈善“免费午餐”，却在湖
南、广西、贵州等地如火如荼进行，获得公众支
持，惠及万千学子。这说明，社会从不缺爱心，也
不缺钱，缺的只是信任，对官办慈善机构最低限
度的信任。

除了对官办慈善信任不足，对于教育发展而
言，公众的不满还在于：一方面财政性教育投入
不足，1993年承诺到上世纪末教育投入占GDP的
比例 4%，而到了 2011 年也只有 3.83%左右；另一
方面，据权威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城
市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占家庭经济总收入的
30.1%。换言之，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教
育支出就要花掉一个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
成。公众已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大量资金，教育
还要通过官办慈善的形式向社会伸手，公众难免
反感。

一组数字，很能说明慈善在教育发展中的边
际效应正在下降。国人耳熟能详、为教育发展做
过一定贡献的“希望工程”成立于23年前，当时全
国 GDP 不到 1.7 万亿元，到 2011 年，总量超过 47
万亿元，足足是当年的27.7倍。教育经费占GDP
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
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2011年为3.83%，若达
到承诺的4%，教育经费就可以增加800 亿元；如
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增量将超过4200亿元。到
2009年年底，20岁的“希望工程”一共才筹款56.7
亿元！意味着，按2011年的GDP总量，只要教育
经费投入提高0.012%，就可完成“希望工程”20年
的努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办的事确实很多，这也
经常被挂在某些人嘴边、成为为教育经费投入多
年未达标的托词，事情的另一面，公众看到的却
是有的官员或部门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说每年
省下数千亿“三公消费”可修建多少学校、资助多
少贫困孩子上学是老调重弹，仅地方政府办公楼
建设投入一项，手稍微紧一下，地方教育亦将大
为改观。就像前不久被曝光的湖北麻城市，许多
学校连课桌都没有，要学生自带课桌上学，而当
地居然修建起豪华的政府大楼，仅今年的绿化工
程预算就达1200万元。

慈善作为“查漏补缺”式补充，有存在的意
义，而教育作为向国民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更
大责任应落在公共财政身上。在财力许可的情
况下，教育必须获得更大的支持，在基本面得到
保障的前提下，补充性的慈善便可交由民间组织
去办。 广 大

收入分配改革等了8年，目前终于要有眉目了。
当然，广义上的分配改革并非毫无进展。工

资条例、税制改革等等，都可视为分配改革的前
奏，只是，这些对经济体制并无较深的触及，以体
制改革而言，不能等量齐观。完整意义上的收入
分配体制改革等了这么久，研究了这么多年，原因
自然在于改革是个繁杂、系统的工程，问题多，阻
力大，不能不谨慎。但是，梳理分配改革的新闻和
议题，又很难说这8年等得值得。

分配改革，就是要重新调整目前不甚合理、且
日渐固化了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说忌惮“利益
集团阻挠”，那么分配改革将不存在任何改革时
机，因为既有的特殊利益格局只会继续固化。坐
等改革时机，就是让既得利益做大、做强，然后改
革空间将被迫一点点流逝。

我们常说试错改革、渐进改革，其前提是，改
革至少要跬步积累，循序推进，在试错中丰富经
验，在纠错中完善改革举措，谋求渐进的成果，进
而累积成果，而非累积问题。改革纲领、目标要强
硬，但具体实践离不开柔性与灵活。这就是说，再
好的方案，也要通过试错来完善其自身，而不是坐
等问题积累，并在不断累积的问题上进行更“深
刻”的研究。无论方案多么系统、完整，它都应留
下一个反馈—吸收—解决问题的开放机制，如其
不然，就会因新增的问题而束手不前，甚至可能全
盘推倒重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宜早不宜迟，越
是延缓，试错机会越少，问题的累积将越难以被消
化，甚至将积重难返。

改革的力量也是会累积的，不在体制的框架
下累积，就会在体制框架之外累积。改革与变革，
只是量化累积的差异，其次则体现为谁来主导改
革或倒逼变革的问题。我们不能总是等待改革力
量的蓄积，以至于改革就意味着震荡治疗，以为一
说到改革就要牵一发而动全身，仿佛改革从没有
具体而微的切入口。从认识改革紧迫性的角度而
言，问题不止体现于分配改革，还有其他。

我们处在一个转型时代，需要改革的问题多，
改革议程应有相对稳固的呈现，几年解决一个小
问题，多少年解决一个大问题，这要有一定的频
率。在试错、纠错中推动具有一定灵敏度的改革，
这应当成为常态。改革或者推不动，或者劲攒得
越久越足社会震荡越大，或者错了而纠不回来，这
是利益、思维和体制僵化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非
没有教训。

以8年等待一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这
个时间确实长了点。 肖 畅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参与
分配改革方案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
海南预计，方案12月底就能出来。

“元芳体”意在追问事实真相
有了微博，一切网络体传播得特

别快。继“杜甫很忙”、“包青天很黑”
之后，“元芳，你怎么看？”这部陈年旧
剧《神探狄仁杰》的一句台词在网络
上大火。一天之内被网友问到250
万次，可谓比“杜甫”还忙。（10月20日
人民网）

作为一句电视剧台词，“元芳，你怎
么看？”无论从语汇，还是从语式看，都
稀松平常。它的走红，所借助的是一些
挂到网络上的事件。“元芳，你怎么看？”
在剧中，遇到事，狄仁杰常这样问他的
卫队长李元芳。标准回答是：“大人，此
事必有蹊跷。”“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
大的秘密。”而网友在评论、追问那些蹊
跷的新闻事件时，其潜台词亦如这般意
味深长。

“元芳，你怎么看？”本身就是看法，
它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进而“元芳
体”也被网友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其
意义层面远远地超出了这句话本身。
有一层含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公众
在对某件事情没有知情权、话语权的情
况下，并不表明他们一并失去了表达意
见的意愿。“元芳，你怎么看？”所反映的
是公众的焦急情绪，在万般无奈中，他
们只有借助网络这一平台，用稍许隐晦
的语言去追踪、挖掘事件的真相。

网络流行语流行一年又一年，出
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有一种围观的效
应贯穿其中。从传播心理学角度说，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就是压力。或许，
一句话说一遍是随意，重复三遍就显
得有趣，而更多的人在不同场合都说
就变得很有意味了，这也影响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

在网友看来，一句“贾君鹏，你妈喊
你回家吃饭了”，反映了“老男孩”们对
烟火人间和汤水生活的依恋；一句“你
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直

逼痴男怨女们对前尘往事的辛酸追
忆。而对“元芳，你怎么看？”也可以有
直面事实真相的解读。你怎么看？多
数追问的潜台词应是：尽管事件本身云
遮雾罩，但实际上我已窥破它部分秘
密。

元芳在《神探狄仁杰》里，官职正三
品上，且武艺高强，打败了虎敬晖、闪灵
等一流高手，但对网友来说，他只是个
虚拟的对象，不停地使用“元芳，你怎么
看？”表明的是我怎么看。作为被问的
元芳怎么看不重要，作为在现实中主体
的我怎么看才最关紧，才能直指问题的
要害。在语气表达上，这句话似乎是轻
松的，甚至是调侃的，但积聚起的一次
又一次的追问，在网络这一广阔的平台
上，自有其山呼海啸般的力量。它是公
众的集体期待，它等待着公权力对那些
蹊跷事件作出真实有力的而不是敷衍
塞责式的回应。

伊 文

继“中国式过马路”之后，“中国式接孩
子”又成网络热门话题。19日，南京华侨路
茶坊将这一话题置顶到首页，立即引来众多
网友的跟帖热议。而类似的话题，在全国各
地的论坛中，也都吸引了众多家长吐糟。（10
月20日新华网）

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属下的教育发展基
金会了解到，自2011年6月30日成立以来，
该基金遭遇“零捐助”尴尬，发出千余封邀请函
无一回应。基金会秘书长表示，希望社会公众
不要对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伸出援
助之手。

争取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环境
中一个普通人的正常选择,而社会矛盾
也是在争取与妥协中逐渐找到中和点,
从而弥合各方差异,解决冲突。这本是
一个正常的政策出台过程的利益博弈
过程,但这并非表明自己所争取的就是

“正当权益”。“利益”与“权益”,虽只一
字之差,区别大矣。权益自当得到保障,
而特殊利益则应逐步破除,异地高考之
争,也正是权益与特殊利益之争。

京籍人士“义正词严”地反对放开
异地高考,“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所享受
的一切为“正当权益”,正是混淆了权益
与特殊利益的概念,以既得利益为自己
的“正当权益”,寸土不让,缺乏起码的正
当性。异地高考是争取的“权益”,而反
对者保卫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已。

京籍考生的“权益”如何,其实早有
定论。北京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量居
全国之首,人均拥有资源量更是高于其
他地区。人力、财力、物力对北京有所

倾斜,不能说不对,首都的建设自当走在
前列,但建设的成果却不能以户籍来进
行人为限制,因为首都毕竟是全国人的
首都。当“外地人”在北京工作时,作为
北京发展进步的力量,他们的子女理所
当然地应当享有首都的权益。

因此,必须厘清权益与利益的关系
问题,从高考来说,“权益”是法定的,是
不分地域的考生所共同受到法律保护
的内容,是平等的；而“利益”则是因各
种原因固定下来的，只为某部分群体所
享有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京籍人
士的“权益”自当保障,但属于特权部分
的“利益”则需要逐步破除。而“在京外
地人”的基本权益,则有赖于京籍人士
作出应有的妥协。 廖德凯

10月18日，20余名家长代表到
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希望能约见北
京市教委姜沛民主任，就异地高考政
策问题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一批京
籍人士也陆续出现在北京市教委信
访办门口，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放开异
地高考的诉求。(10 月 19 日《21 世纪
经济报道》)

《悲惨世界》里，苦役犯冉阿让偷了教堂里的银烛台，被神父原谅，这令他洗心革面，后来成了体面人
……《圣经》里也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要把右脸也送给他打。许是种种关于爱的说教影响了陈芸，她才会
异想天开地要给劫匪炒个蛋炒饭。

但我们还有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除非达到了“舍身饲虎”的境界，我辈俗人，还是别那么泛爱为
妙。出于当时的安全考虑，炒个蛋炒饭或下碗阳春面什么的都是可资利用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事后却千
万记得报案，警方说：不报案就是对恶的纵容。 文/言者 图/春 鸣

10 月 12 日凌
晨，家住长沙某小
区的陈芸独自在
家，遭遇一男子入
室抢劫，她试图以
温情感化，给他递
烟，还问：“这么晚，
饿不饿？要不要给
你炒个蛋炒饭？”但
男子并未感动，反
而抢走了她的手机
和钥匙。陈芸也没
报警。不想第二
晚，劫匪再登门，被
居 民 合 力 抓 住 。
（《潇湘晨报》）


